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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

———兼论 “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周长洪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公共管理系 , 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

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

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5 年采取 “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 个

孩子” 的微调方案 ,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

衡;既符合社会发展 “以人为本” 价值取向 , 又符合公共政策 “公平合理” 原则;既满足今后一个时

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 又在操作上

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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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to Moderate the Current Birth_Control Policies

ZHOU Chang_hong

(Nanjing College for Population Program Management , Nanjing 210042)

Abstract:Some negativ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urrent birth_control policies ,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 are emerging.The great number of one_child families' vulnerability

should be concern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It is necessary to moderate immediately the strict birth

control policie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ffects.A proposed scheme of adjustment to the birth policies

is presented and analyzed.

Keywords:Birth control policies;Family planning;Family with one child

　　任何公共政策的选择 , 不仅要考虑其宏观

经济社会效果 , 更要考虑对受众群体的权利以

及权利分布格局的影响。前者主要是从事实角

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与判断 , 后者主要是从

价值角度进行分析与评判
[ 1 ～ 2]

。生育政策作为

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 , 对其适当与否的评价 ,

不仅离不开其对人口 、经济 、 社会发展影响的

分析 , 更离不开政策本身隐含的价值取向的讨

论与评价。本文主要从价值视角探讨现行生育

政策微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一 、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必要性

生育政策是典型的涉及每个公民自身与家

庭利益的公共政策 , 它的选择 , 不能仅考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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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生育水平 、人口数量与结构 , 以及人口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影响等这一类事实因素

(目前大多数有关生育政策的文章是从这方面

进行的讨论
[ 3]
), 还必须考虑另一类重要因素

———政策的价值取向 , 即政策对公民权利与家

庭利益的公平性的影响。一个 “好的生育政

策” 一定是在充分考虑和权衡这两种因素影响

后果和进行充分的利弊分析后的一种选择。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 “以人为

本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开始成为我国社会管

理的基本价值准则。新时期进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以后 ,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成为党

和政府的基本要求①。关注公民权利与义务的

统一 , 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 正在成为推

动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例如 , 对进城农民工权

益的关注 , 拆迁中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 对城市

流浪人员的人性对待等)。在这种大的社会发

展背景下 ,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需要贯彻科

学发展观 , 需要落实 “以人为本” 的价值准

则。为此 , 对已经坚持了近 20年的生育政策 ,

从价值判断角度进行检视是非常必要的 。

贯彻落实 “以人为本” 的价值准则和科学

发展观② , 首先要破除那种把国家利益和公民

利益分割和对立起来的简单化思维模式 。发生

在公民身上的生育现象 , 既关系到家庭的幸福

和家庭代际延续 , 也关系到种族的繁衍与社会

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两者并非简单的并列

关系 , 而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我们不能想

象 , 对众多家庭的幸福和代际延续产生威胁的

生育行为和生育方式 , 从长远角度看 , 会对社

会的发展和种族的繁衍有利?

生育政策是影响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方式

的社会公器 , 对它的使用需要格外地谨慎与小

心。“以人为本” 的价值准则 , 提示我们必须

关注生育政策在微观上对家庭发展的合理性与

公平性影响。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生育行为与

生育方式的改变 , 不仅仅会对国家人口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 , 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每一个家庭

的切身利益 , 关系到社会主体 ———公民的生育

权利与责任的统一。生育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

社会公共政策 , 在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 , 不仅

要考虑对宏观人口发展的调节作用 , 更要考虑

对微观家庭发展的各种可能影响与结果。那种

只考虑宏观人口如何发展 , 而忽视微观家庭发

展和家庭代际延续的思路 , 是不全面和有缺陷

的 !

本文无意就目前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影响

做全面评价 , 只想指出一点 , 那就是按现有生

育政策 , 我国正在出现一批规模越来越大的非

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 , 在目前社会流动性和不

稳定性不断增大 、 意外死亡率较高的环境下 ,

这些家庭发展的脆弱性与代际延续的安全性受

到严重威胁 , 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高度的关注。

据估计 , 我国目前约有八千万到一亿独生

子女家庭
[ 4 ～ 5]

, 其中因疾病 、 车祸等意外事故

造成独生子女致残或死亡的约有几十万家

庭③ , 约占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总数的 0.8%④。

这其中许多家庭父母是无法再生育的 , 这些家

庭的缺损带给父母与亲人的情感痛苦 , 以及今

后其父母养老和正常的家庭代际传承都成为非

常严重的问题。尽管从统计数据看 , 这些残缺

家庭所占比例并不高 , 但对每个独生子女伤残

或死亡的家庭来说 , 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分析

上 , 必须谨防落入 “统计陷阱” 思维方式 ———

即认为不良社会现象只有在统计数字表现得很

高时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 否则便不以为然 ,

这种思维方式是极为荒谬的 !事实上 , 数字不

是一切 !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并不一定反映在其

发生的统计比例多么高上 , 回想 2003 年 “非

典” 致死事件引发的政府公共信息透明和对弱

势群体的人文关怀⑤ , 这些巨大的社会进步 ,

都不是源于这些事件在统计数据上的比例高得

多么惊人 (事实上这些事件发生的比例几乎可

以说是微乎其微), 以至于成为不得不加以纠

正的严重社会问题 , 而是源于我们政府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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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2003年 6月 20日 , 国务院公布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 同时废止 1982年的 《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新旧两部法规最大的变化和
进步是:将原定位为政府的权力、 相对人义务的对城市
流浪乞讨人员的 “收容遣送” 改为 “救助管理” , 并相
应将之定位改变为政府的职责和相对人的权利。

参见新华网 2004年 1月 11日。

参见新华网北京 2003年 8 月 7 日电 , 记者李珍玉 、 刘
江。

温家宝: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 参见
网址 http://www.rednet.com.cn2004-7-22。

参见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胡锦涛 2004年 3 月 10
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念上的巨大进步 , 源于我们社会 “以人为本”

价值准则得到彰显。同样 , 对于现行生育政策

产生大量独生子女家庭 ,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

和安全性问题 , 在人口得到有效控制 、 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 已经到

了必须高度人文关注并应采取措施解决的时候

了。

判定一项公共政策———包括生育政策在内

———的社会政策适当与否的另一价值判断标准

就是社会公平原则。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

元生育政策 (尽管各省 、 市 、 自治区之间生育

政策规定略有差异), 生育政策在城乡之间存

在巨大差异:城市人口生育政策规定基本上是

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子女 , 只有父母双方均

为独生子女等几种特殊情况才可以允许生育两

个子女 , 政策生育水平大约在平均每个家庭为

1.1个子女左右;而农村除去少数省份 (例如

江苏省)的生育政策规定略为严格外 , 其他省

份农村家庭一般是第一个子女如果是男孩则不

能再生 , 如果为女孩 , 则可以在间隔若干年后

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各省 、 市 、 自治区之间

生育政策规定细则同样略有差异 , 个别省新的

计划生育条例中不做生育间隔限制 , 少数民族

地区生育数量与间隔规定更为宽松), 我国农

村政策生育水平大约是平均每个家庭为 1.6个

子女左右 。尽管许多人对这种城乡二元生育政

策的设定给出很多 “理由” , 但一个不容争辩

的事实是:城乡家庭在生育权力与责任限定方

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这种城乡家庭之间生育

权利与责任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生育政策长期维

持下去是非常不适当的 , 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

首先 , 生育政策关系到人们的生育权利与

社会责任 。生育的权利与社会责任应当是平衡

的 , 生育政策不能在人群中造成生育权利与责

任分配的不平衡 。从本质上讲 , 人的生育权利

是天赋的 , 是一种与人身相随的自然权力 , 属

于家庭本身固有的权利范畴! 即使退一步讲 ,

公民和家庭愿意把这种权力部分让渡出去 , 社

会也无权制定这样的生育政策 ———使一部分家

庭的生育权利超过另一部分家庭 , 承担的社会

责任少于另一部分家庭。在同为中国公民的情

况下 , 只因居住地域的不同便使自己的生育权

力遭受不平等的剥夺 , 不论这种剥夺来自于怎

样冠冕堂皇的 “理由” , 都是十分荒谬和毫无

道理的 !我们经常说:不能因为身为农民就应

当遭受不合理的歧视 , 同样 , 我们也可以说:

不能因为是城市人就应当在生育权利上遭受不

合理的剥夺 !

其次 ,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 任何社会公共

政策都必须考虑对受众利益格局的影响后果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个人与家庭是微观利益主

体之一 , 生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对家庭生育有

强烈的影响 , 而生育与家庭利益 ———无论是情

感的 、 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和养老保障方面的利

益 , 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预期的利益———紧密相

关
[ 6]
, 因此 , 生育政策是关乎公民个人和家庭

利益的重大社会政策! 我们必须注意到 , 生育

政策究其本质对家庭来说是一种外生力量 ,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 这种外生力量对个人与家庭

利益造成的损益分布至少应当是平等和均衡

的 ,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的要求 。但

目前的生育政策造成城乡家庭利益之间的损益

分布是不平等和不均衡的 , 违背了市场经济条

件下社会公平原则。

此外 , 目前城乡不同的生育政策对我国经

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在产生潜在的制约或者

说 “拖后腿” 作用。城乡之间生育政策规定不

同已经在人口发展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效

应:上世纪 90年代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大约

在 1.1 ～ 1.2左右 , 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大约

在 1.6 ～ 2.0 左右
[ 7]
。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华

东地区 , 许多大城市———例如上海 、 杭州 、南

京 、苏州 、 南通等地的户籍人口总量进入零增

长或负增长 。现行生育政策导致的不良后果之

一就是:经济状况不很好 、 尚无法为子女成长

教育提供充裕物质与精神支持的农村困难家庭

的生育子女数量 , 大大高于相对而言经济状况

较好 、 能够为子女成长教育提供良好物质环境

的城市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如果从上世纪

80年代至今 20多年以城市人口平均占全国人

口 30%的比例和城乡 1∶1.5的政策生育水平测

算 (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 注意到这期间农村

中超生人数大大高于城市 , 城乡家庭生育水平

的实际比例差距还要大), 我们可以粗略地估

·3·



计出:这期间成长于养育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

的孩子人数不会超过出生总人数的 20%, 相

反80%的出生总人口来自农村家庭! 如果我

们承认家庭的物质与精神养育条件会对孩子健

康成长为国家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员有重要

影响 (至少从家庭支撑子女受教育的经济能力

上看 , 城乡家庭之间平均来说存在巨大差异),

那么由于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造成的这种状

况 , 无论从年轻一代健康成长为国家建设发展

所需的高素质人力资源看 , 还是从家庭与社会

健康发展角度看 , 都是极为不利的 。继续容许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延续下去 , 从长远看对

家庭 、社会与国家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显然是不

适当的。

综上所述 , 从 “以人为本 ,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 , 现

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

在严重不利影响 , 在现行生育政策约束下形成

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 , 不仅对

家庭父母养老和社会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

效应 , 而且这些家庭的发展和代际延续的脆弱

性与安全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社会公平要求必须减少城乡二元生育政

策的差距 , 减少政策约束下非意愿性独生子女

家庭的大量出现 。因此 , 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

十分必要的 , 它是建立 “以人为本” 、 公民权

利与义务统一 、 充满人文关怀和促进家庭健康

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 是党和政府

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精神 、亲民为民理念和求

真务实作风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具体

表现 。

二 、 现行生育政策微调方案 、 后果与可行

性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长期一成不变。在我国

人口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 , 继续保持适当严

格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 , 但不应排除进行调

整。目前 , 我国人口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环

境 , 为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良好环境条件 , 适当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但是

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现在的问题是:现行生育

政策调整的方向是什么? 如何调整现行生育政

策 ?采取怎样的调整方案为好?

对于第一个问题 , 从上一段的讨论中我们

不难得出答案:那就是尽量减少由于政策约束

产生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 , 放

松或者说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中那些导致家庭只

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 。因此 , 今后一个时期

生育政策调整的阶段性目标 , 应当是允许中国

公民家庭———无论农村还是城市 ———生育两个

孩子 (注意 , 这仍旧是低生育水平!), 同时尽

可能减少或杜绝三胎及以上的生育 , 这应当是

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正如我们前面已经

指出的那样 , 这种政策调整方向体现了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原则 , 体现了 “以人为

本” 和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取向 , 同时对于促

进人口素质提高也大有好处 。

为了达到这种政策调整目标 , 可以有两种

实现路径或者说两种方案供选择:“一步到位”

方案和 “逐步到位” 方案。至于哪一种路径方

案更好 , 就需要考查我们目前政策所处的 “起

始点” 或者说 “初始条件” , 以及以往一些经

验教训 。具体调整的政策措施应当是在这方面

进行分析考查之后做出 。

首先 , 需要注意的是 , 尽管我国总体上实

现了低生育水平 , 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在人

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显著不平衡:在生

育水平方面 , 一方面城市人口表现出超低生育

水平 ,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大大高于城

市;一方面东部地区包括农村在内的许多地方

人口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如上海 、 江苏 、浙

江等省), 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口增

长仍然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一方面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得生育的机会

成本与现实成本不断增长 , 明显地抑制城市家

庭对多生的需求 , 使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

发生巨大转变 ,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

农村地区的生育成本仍然较低 , 人们寻求多生

和偏好男孩的欲望还比较强烈 , 促使人们低生

育的环境力量尚未完全形成 。我国城乡之间 、

东西部地区之间在人口 、经济 、 社会发展方面

存在的这些巨大差异 , 以及这些差异在短时间

内难以根本改变的状况 , 是生育政策调整必须

考虑到的基本现实 , 也是我们选择生育政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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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案时的现实起始点。

其次 , 生育政策仍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社

会话题 , 它的任何较大变化都可能引起人们的

认识与生育行为 ———特别是农村家庭的认识与

生育行为的较大波动 (这在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曾经发生过), 而生育行为的任何较大波动 ,

都会对直接负责管理人口生育行为的广大计划

生育工作人员产生巨大压力 (这也在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发生过)。目前 , 广大基层计划

生育干部对经过多年努力形成的现有生育秩序

感到来之不易 、 十分珍惜 , 大多数人的心理都

存在强烈的求稳怕乱思想 , 任何生育政策的较

大变动都可能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毕竟我

国的人口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 还需要这支工

作队伍继续做好人口生育控制 、 管理和服务 ,

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能够获得他们的广泛理解和

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 只有他们接受了 , 政策调

整后的人口控制工作才容易平稳过度 , 这也是

我们在选择政策调整方案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

因素之一 。

此外 ,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面临稳定低

生育水平的任务 , 任何政策调整都不宜过急 、

幅度不宜过大 , 以免损害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

基于以上的分析 , 我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宜

采用 “小步慢行 、平稳过渡” 方式 , 建议采取

的具体调整方案是:第一步 , 从 2005或 2006

年开始 , 凡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 , 就

允许家庭在有一定时间间隔条件下生育第 2个

孩子 , 并且在全国不分城乡 、 不分地区 、不分

年龄地普遍实行;第二步 , 10 ～ 15 年后从

2015 ～ 2020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每个家庭允许

生育 2个孩子的政策 。

这种调整方案的好处是:

(1)可以避免出现大量政策约束下的非意

愿性独生子女家庭 (注意 , 它不排斥家庭主动

选择生育 1孩的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

因而极大地减少政策导致的独生子女生育给家

庭发展带来的风险与脆弱性 , 体现出党和政府

对公民生育权益的保护和人文关怀 。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马上普遍实行 2

孩生育政策 , 这样不就不会产生政策性独生子

女家庭了吗? 其实这两种政策有一个很大差

别 , 即政策实际受众不完全一样:父母至少一

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 (以后简称 “单独家庭”)

可以生育2个孩子政策的实际受益人群 , 主要

是我国自上世纪 70年代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

以来出生的新一代的育龄人群 , 这一代人目前

年龄都在 35岁以下 , 只要他们父母按政策实

行了计划生育 , 那么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自己在

组成家庭时 , 就会自动满足生育 2孩的条件 ,

这就避免在新的婚育人群中产生大量政策约束

下的独生子女家庭 , 解决了本文前述的根本问

题 。当然 , “单独家庭” 可以生育 2孩的政策 ,

确有可能排除那些其父母未按计划生育政策生

育的子女长大组成家庭后享受该项政策优惠 ,

但考虑到只有夫妇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才会无

缘享受该项政策 ,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 , 35岁

以下年轻一代不享受该项政策调整优惠的家庭

将会非常少 。此外 , 这项政策微调几乎对 35

岁以上育龄人群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很少有

父母年龄较大的家庭能满足这一微调政策的前

提条件 。由此可见 , 微调后新政策的主要受惠

群体为计划生育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 , 而

不是 35岁以上的育龄群体 , 其实这正是我们

政策设计的初衷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相反 ,

如果普遍实行2孩生育政策 , 不加区分地作用

到整个育龄人群 , 这种影响后果不但对人口生

育后果难以预测和控制 , 而且也不符合我们下

面要讨论的 “代际公平” 价值原则。

(2)这项微调后的新政策主要惠及的是那

些在我国人口控制最艰难时期 , 为国家和社会

做出牺牲和奉献的计划生育家庭出生的子女 ,

这些计划生育家庭在一代人的生育中做出了巨

大的利益牺牲 , 与那些未能实行计划生育的家

庭相比 , 他们的下一代子女再组成家庭时 , 生

育方面的权益就理应得到更多的保护 , 无疑这

更符合人口生育权益的 “代际公平” 原则 。

(3)这项微调后的新政策所惠及的家庭群

体 , 主要分布在现在生育政策严格的城市 , 而

不是政策相对宽松的农村 , 这就有助于缩小我

国现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差距。同

时 , 由于城市的特殊环境:激烈的工作竞争 、

紧张的生活节奏 、较高的生育与养育成本 , 都

会强烈地抑制人们多生需求;城市人口生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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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转变和生育意愿的多样化 (例如有些城市

家庭还可能选择成为 “丁克” 家庭), 以及城

市人口易于管理的紧密居住方式和计划生育工

作控制能力较强等 , 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 , 可以预期的是 , 一些城市家庭即使满足

新政策条件 , 也不一定就会选择生育 2孩。这

就使得政策微调后计划生育工作压力不会很

大 , 人口生育数量后果也较为容易控制在可接

受范围内 。

(4)这项新政策所惠及的家庭群体 , 除了

城市以外 , 还有少部分家庭分布在经济比较发

达 、 户籍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 、长期生育水平

超低的东部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一般是经济发

展基础较好 , 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早较好 , 群

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发生较大转变 , 计划生

育工作资金 、队伍保障能力比较雄厚 , 人口控

制能力较强的地区。可以预见的是 , 新生育政

策放宽的影响后果也会在适度和可控范围内 。

相反 ,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生育水平相对

较高 、人口数量控制任务仍旧很重的中西部广

大农村地区来说 , 由于能满足新政策前提条件

的家庭比例非常小 , 因此对于作为计划生育工

作重点的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不大 , 不

会引起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动荡 , 这样既

可以保持这些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稳定 ,

又易使广大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干部理解接受政

策微调 , 避免损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综上所述 , 采取 “单独家庭生 2胎” 的政

策微调 , 符合 “小步慢行 、平稳过渡” 原则 ,

既能最大限度减少政策性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

的出现 , 又能缓解城乡不合理的二元生育政策

结构和东西部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既符合新时

期社会发展 “以人为本” 的价值取向 , 又符合

公共政策 “公平合理” 的基本原则;既满足中

央提出的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

求 , 又易于为广大群众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

员接受;既有利于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 , 又在

操作上简便易行 。因此 , 在未来的 10 ～ 15年

间 , 普遍实行 “单独家庭可以生育 2 胎” 政

策 , 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 , 是一种比较合适

的过渡性生育政策微调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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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居高不下 , 这会涉及城市化 、 现代化诸多

问题 , 但从人口政策角度还是有很多政策问题

应当加以规定的 。

其他象农村人口 、贫困人口问题等 , 我们

都应理性地加以分析 , 并预期未来发展 , 然后

科学地加以政策规定 。总之 , 低生育时期的人

口政策应当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 更能调节人口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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